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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堡镇索堡村，位于邯郸涉县
城西北二十多里，村子依傍着清漳
河，周围山峦叠嶂，绵延起伏。

在索堡村中央，有一座坐北
朝南的三层小楼，是村里最高的
房子。小楼的主门极窄，仅能容
一人进出，楼房外墙有一米多
厚。从楼外望去，就像一座碉堡。

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税务
总局旧址，边区税务总局、边区
工商总局、边区贸易总局等中共
重要部门均曾在此办公，是边区
财经管理重地。

1942 年，日伪军连续在华北
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
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同时，华
北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
旱灾肆虐，疫病流行，太行山根
据地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为了支援边区，受八路军前
方总部委派，1943 年，晋冀鲁豫
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指挥
财经战线上的敌后工作者，完成
了一次千里大调款的传奇任务。

这座小楼，就是这次调款行
动的指挥部。

起因，是一封来自江南的电
报。

1943 年年初，新四军代军长
陈毅得知边区军民度荒情况后，
来电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表
示，新四军苏北、山东地处沿
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
等，除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
援晋冀鲁豫边区。

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太行山和新四军根据地远

隔千里，中间有日军碉堡、公路、铁
路重重封锁，如何将东西从苏北、
山东安全运来，是个难题。

完 成 这 项 重 要 而 艰 巨 的 任
务，要选派得力人员与新四军接
洽，要有敌占区工作经验的人员
秘密接收和转运物资，更重要的
是，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
统筹协调所有事情。

彭德怀第一个想到的是王兴
让。

王 兴 让 ， 30 岁 ， 1932 年 入
党，1941 年 7 月调任晋冀鲁豫边
区工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
作情况熟悉，有经贸工作经验，
交际广，朋友多。他先天缺失一
只右臂，人称“独臂局长”。

1943年 3月，一份粮食紧缺的
边区粮食报告呈到了王兴让面前。

邢台临城石家栏，每集 （意
为从集市上） 调剂粮食百余石，
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
求。购粮者均在七百人以上，很
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

邯郸武安阳邑镇粮店，常常只
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
达几千斤。武安已饿死十人。

河 南 林 县 、 安 阳 ， 邯 郸 磁
县、武安一带，没有粮食可调剂。

而内地市场，因过分控制粮
价，有粮人们不愿卖，市场上普

邯郸涉县作
为太行山根据地
中心、晋冀鲁豫边
区 首 府 ，从 1937
年到 1949 年，先
后有 130 多处党、
政、军、财、文机关
或团体驻扎这里
或在此成立。

其中，涉县的
索堡村，在抗日战
争的特殊时期，成
为晋冀鲁豫边区
工商总局、税务总
局、贸易总局和冀
南银行总行的驻
地。

自明清以来，
索堡村即是车马
往来、商贩聚集的
重镇，货栈、粮店、
布店、饭铺林立。
在繁荣鼎盛时，镇
上大店、小铺达二
百多家。

村中一座距
今 100 多 年 的 三
层碉楼，是抗战时
期边区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贸易总
局、交通总局的联
合办公地。

碉楼，本是清
末民国初年山西
祁县一位富商所
建的票号，建造之
初，依据当时钱庄
和当铺的要求，墙
厚，门窄，窗小，易
守难攻。

整个院落占
地 466平方米，碉
楼为土木结构，北
屋为3层楼房，东
屋和西屋各有 6
间瓦房，建筑面积
360平方米。

后来，票号生
意不佳，富商将整
座院子转让给涉
县 一 位 江 姓 财
主。八路军开进
涉县后，江姓财主
为支持抗日，让出院子，供边区机关
办公。

1948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税
务总局与晋察冀边区税务总局合并
成立华北税务总局，1949年 11月，
以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组建了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如今，碉楼经过修复，成为晋冀
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陈列馆。

陈列馆以三层主楼建筑陈列为
主，分为“机构沿革”“税制建设”“征
收管理”“峥嵘岁月”“支援前线”等
主题，通过400余件珍贵文物，展现
了边区经济、税收等各项事业的发
展。

索堡村还曾是冀南银行总行的
驻地，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前身之一。

1941 年 9 月，冀南银行总行在
涉县索堡村成立。

1948年 4月，冀南银行总行与
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
立华北银行。1948年11月，华北银
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
为中国人民银行。12月 1日，中国
人民银行印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
币。

从一定意义上说，工商、税务、
贸易、金融机构汇聚的索堡村，可谓
见证了新中国财经事业的序篇。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1942年，经历过日伪“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太
行山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中央批准，地处苏北、山东的新四军拨款支援
晋冀鲁豫边区军民。

如何穿越敌人重重封锁，将数千万元的款项和
货物运达太行山？

为此，我党财经战线的地下党员，打通了“上海
站”“青岛站”经由“天津站”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重
要交通线，在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一年多的
时间里，上演了一场“千里大调款”的绝密行动。

千里运抵太行山根据地的物资款项，解了边区
燃眉之急，稳定了敌后抗战的军心、民心，为抗战作
出了贡献。

本版图片均由张昆明提供

▼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放的兑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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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缺粮。一些县城不让粮食出县境，
否则就处罚和没收。

王兴让深知，粮食问题不抓紧解
决，根据地就会饿死人，如果民心不
稳，春耕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对敌斗
争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恰在此时，他接到上级通知，要
他前往山西省辽县麻田镇，那里是中
共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彭德怀
有事找他。

彭德怀将新四军有意援助太行
山、总部决定接收物资的事，简略说
给了王兴让。

想到此事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
得，王兴让说：“给我一点儿时间，让
我回去考虑一下。”

“需要多长时间？”彭德怀问。
“一个月吧。”就这样，王兴让接

受了任务，成为这次千里大调款的
“指挥员”。

王兴让具体工作的领导，是八路军
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滕代远。

究竟该如何穿越日军层层封锁线，
将新四军援助的救灾物资安全运抵太
行山？王兴让将地下商业网点、物资运
送渠道、敌占区的有关情况细细捋了一
遍，他必须制定一个万全之策。

方案“出炉”

王兴让将一张地图挂在办公室墙
壁上，查看新四军根据地所占区域和
接敌区、敌占区，经过一个月的思考
谋划，一幅千里运输图，在他脑海中
勾勒出来。

几天后，滕代远在办公室约见王
兴让。王兴让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
作的初步设想。

首先，要选择调款中转站。
整体上看，线路经过的北方地

区，条件比较成熟。中共北方局在北
方很多城镇，包括北平、天津、安
阳、新乡、邯郸、武安等地，均有地
下商店、秘密交通站和社会关系，各
类物资通过已经开辟的贸易通道，货
物卖成钱，钱买成货，三转两倒，可
以运达太行山根据地。

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需要在上海
建立一处商业网点，与新四军对接，而
且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在上海潜
伏，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

滕代远向王兴让推荐了派往上海
的联络人，晋冀豫党委研究室的女研
究员吴青。

时年 29岁的吴青，生长在上海一
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家里对女儿
的抗日爱国行动抱以支持的态度。而
她的爱人，就是当时牺牲不久的新华
日报社社长何云。而且，吴青在上海
具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条件，便于开
展工作。

天津是这次调款的核心转运站，
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王兴让选择了天
津“晋泰昌”货栈的掌门人赵有德。

赵有德，39岁，这位看上去精明的商
人，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就是潜伏在
敌占区、193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

此前，赵有德帮助开辟了天津与
河南林县任村之间一条稳固可靠的秘
密贸易通道，很多进出太行山的物
资，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完成购销的。

1943 年 9 月，调款计划得到党中
央批准，新四军初步确定支援太行山
的救灾款为 1600 万元“储备券”，并
草拟分配方案，将任务分解到各个师。

在行动实施前，滕代远在麻田镇
约见了执行这次秘密任务的两个关键
人——赵有德和吴青。

滕代远先将赵有德、吴青的情况
相互介绍给对方。此时，吴青才了解
到，眼前这位颇有精神的商人，是此
次行动中敌占区的负责人；而赵有德
也才知道，吴青是上海姑娘，而且是
烈士何云的爱人。今后，他们就是在
敌占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

赵有德、吴青二人的主要任务，是分
别到青岛、上海两地，将汇聚到那里的款

项分批提取出来，汇到中转站天津。
这场约见结束后，赵有德和吴青立

刻离开麻田镇，赶往索堡村，与王兴让
仔细研究出发前后应该做的具体事情，
约定了两地接头办法和暗号、暗语。

赵有德先行离开涉县，赶到天津
去部署工作。吴青为了在上海的潜伏
工作，留在索堡村做一些准备。

王兴让郑重叮嘱吴青，从现在
起，她不能与周围同志来往接触，不
能让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知道将去哪
里；每日三餐有人送来，她不能走出
住所；她需要自己制作一件去敌占区
穿的旗袍；离开边区时，不能携带任
何根据地用品；有交通员随她一起去
上海，到上海后，有上海的交通员与
之联系……

1943 年秋，千里大调款行动正式
开始。

秘密行动

赵有德赶回天津后，先将调款的
事，透露给了“晋昌泰”的战友、同
为共产党员的总经理苏绳武和经理马
振华。

三人坐在一个屋子里，以下象棋
为掩护，商议这次秘密调款任务。

赵有德首先布置任务：上海是接收
款项的重点站，时间长，还需要倒换货
币，由经验丰富的苏绳武主持；青岛款
项少，不需要倒换货币，交由“晋昌泰”
年轻伙计苏丕芝处理；马振华留在天
津，处理青岛、上海方面的来函、来电、
来信，负责天津方面款项的汇总、收、
存、取、换、汇等工作。

三人议定分工后，马振华便吩咐
伙计苏丕芝，前赴青岛。苏丕芝打着
为自己“东家”接收一笔遗产现款的
旗号，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
庄，取名“隆泰号”，他自任经理，等
待接收款物。

苏绳武化名“宋庆祥”，赶到上
海，在朋友的推荐下，在上海原公共
租界开办了一家“庆丰号”货栈。

赵有德在天津等了数日，收到山东
方面来信，信上定了接头时间、地点。

赵有德按约定时间，赶到天津法
租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里，与山
东方面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他告知对
方，回青岛后，找“隆泰号”经理苏
丕芝联络。

不久，新四军从山东发出的第一
笔款转到苏丕芝手上。苏丕芝做生意
轻车熟路，按照“东家”要求，拿着
现款，在青岛当地采购了一批物资，
并给“东家”发送了一份电报：“青事
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

调款任务首战告捷，天津已经准
备好接款接货。

这时，吴青已经到达上海。
身负秘密使命，她不能将回家的

真实目的告诉母亲，谎称自己嫁给了
河南安阳一个教书先生，丈夫跟人合
伙做点儿生意。这次回上海，专为母
亲祝寿，顺便帮丈夫的生意跑腿儿。

数日之后，吴青家中电话响起，
是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打来的，约她
在一家电影院门口见面。

陈祥生将一些“庄票”交到吴青
手中，低声告诉吴青，新四军的这些
款，是华中根据地的商号向根据地税
务机关交纳的税款，这些商号与上海
的银号和钱庄之间有来往，可以拿这
些庄票到指定钱庄提取现款。

吴青担心庄票与新四军根据地有
联系，会引起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注
意，于是利用弟弟在上海企工银行上
班的便利，将庄票换成银行支票。最
终，吴青将支票交到“庆丰号”货栈
负责人苏绳武的手中。

当时，上海和华北地区通行的币
种不一样，上海通行的是汪伪政府推
行的“储备券”，而华北地区通行的是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推行的“联银券”。
因此，苏绳武先将“储备券”兑换成

“联银券”后，再汇往天津的“晋泰

昌”货栈。
很快，新四军经由青岛“隆泰

号”货栈发出的货物和少部分款，经
由上海“庆丰号”货栈发出的大笔汇
款，在天津“晋泰昌”货栈汇集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经理马振华将
上海汇来的巨款，分别存放在天津

“永恒和”“蔚丰”“致兴”“华通”等
银号和“金城银行”。

随后，这些货物、汇款又分批发
往太行山根据地的接收站：武安阳邑
镇“德庆隆”货栈和河南林县任村

“德兴”货栈。
按照八路军前方总部指示，新四

军援助太行山的款物，由边区工商总
局统筹、汇总，再分批转交给总部供
给部。

这一跨越千里的秘密大调款行
动，从1943年秋季开始，到1944年10
月结束，历经一年多，就这样分批持
续进行着。

尽管行动战线长，参与人员多，
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内情，对大多数
人来说，这只是一笔笔普通生意。

行动结束后，新四军军部统计调
款总额，共37164500元“储备券”。

后来，这些款物的具体分配和流
向，已查阅不到准确的历史记录。但
按照新四军最初制定的送款计划推
算，如果扣除转交中央的 1900 万元，
实际留在太行山根据地的约为 1800万
元“储备券”，折合成华北地区的“联
银券”，约为1110万元。

1944年 10月，总指挥王兴让发出
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兵马回
营，职员归建。

苏绳武从上海回到天津，苏丕芝由
青岛返回天津，赵有德、吴青于 1944年
秋也回到太行山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这件重要的
秘密工作，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
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
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

没有战火硝烟、冲锋陷阵，在我
党财经秘密战线上战斗的战士们，今
天，同样将被历史铭记。

指挥千里大调款的时任晋冀鲁
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


